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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》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，在

宋代被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

《六韬》，又称《太公六韬》。《六韬》旧本

兵家》题作周吕望撰，《隋书 经籍志 即

谓“：周文王师姜望撰”，以后各代都承袭了

这一说法。这里所说的姜望，即吕望、吕尚，

字子牙，俗称姜太公，是商周之际著名的军

事家、政治家，西周的开国功臣，齐国的始

祖。在周灭商的战争中，他先后辅佐周文王、

周武王，功勋卓著。由于《六韬》全书都是以

太公答文王、武王问的形式编撰而成的，人

们往往由此认定该书的作者为吕望，然而从

宋代开始，直至近现代，经过许多学者考证，

大都认为这部书并非殷周时代的吕望所作，

而是后人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。

从吕望所处的时代和《六韬》的内容来

判断，这部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吕望。首先，商

末周初的战争实践和战争理论，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

内，不可能总结出像《六韬》那样系统、完整的军事理论体

系。其次，当时作为表达工具的文字以及书写等条件，也

不具备产生像《六韬》那样篇幅很长、内容丰富的兵书。

古代虽有所谓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（”《汉书 艺文志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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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说法，但还未发现西周以前有像《六韬》那样的长篇文

献。所谓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 鲁昭公十二（”《左传

年》），都是指最早的文化典籍于高阜、大丘被保存下来

的意思。因为古代黄河中、下游地区常有水患，稍有不

慎，文献典籍就会被水毁掉，所谓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千

秋”，就是古代收藏文化典籍的一种方法。因此，文献要

保存下来是很困难的。春秋时期，孔子在整理历史文献

时曾感慨地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

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”

（《论语 八佾》）这说明商周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。第

三，从《六韬》的叙述方式看，也不像姜尚一人之作。以问

对形式探讨问题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献的一种传统表

现手法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管子》等先秦典籍大多是他们

的弟子或后人记录、整理而掇辑成书的。《六韬》也属于

这一类。第四，《六韬》有些内容，除讲到“避正殿”“、战

骑”外，还论及到“铁拮（棒）”“、铁槌”“、铁斧”“、铁叉”、

“铁杙”和“铁蒺藜”等兵器。在商末周初时尚无铁器可

言，更谈不上铁兵器普遍使用于战场。因此，《六韬》不可

能是商末周初的吕望所撰。

在探究《六韬》的作者时，往往怀疑周史是《六韬》的

作者，其根据是《汉书 艺文志 儒家》中记有“周史《六

”一句，且有唐人颜师古作注“：即今之《六韬》也，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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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取天下 ’字与‘韬’同也。”其实，《周史及军旅之事。

六弢》与《六韬》是不同时代、不同作者、不同性质的两部

书。按照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的说法，周史是周惠王、周襄

王时人，或是周显王时人，显然周史其人必非太公。周史

既为周代史官，或许他的先世亦当过周代史官，因而他具

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有可能将他或他的先世保存下来的

有关周文王、周武王与太公对话的记录，加以整理而纂辑

成《周史六 。如果说《周史六弢》与《六韬》有关系的

话，是否可推测为周史在传述太公之言方面起过一些作

用，或许对后世兵家《六韬》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，但绝

不可能他就是《六韬》的作者。再说，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

》列入“儒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，把《周史六 家”类，兵家

《六韬》乃谈兵之作，不可能列入“儒家”类中。这说明《周

史六 》不是兵书，其中没有涉及论兵问题，只是一部儒

家经典。第三，《汉书 艺文志》“兵家”类著录有“右兵权

谋十三家，二百五十九篇”，其下班固自注“：省伊尹、《太

公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孙卿子》 冠子》、《苏子》、蒯通、陆贾、淮

南王二百五十九种，出《司马法》入礼也”。自伊尹以下各

书，虽是兵书（或部分篇章为兵书），但在其他类中已经著

录，故在“兵家”类中就省略了。这就进一步表明《太公》

是一部兵书，即太公兵法著作的总称。如若《周史六

即《六韬》，那么班固著录兵家时就应当列出《周史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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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书，同《管子》、《孙卿子》等书并列。班固没有并列，再

》不是论兵著作次说明《周史六 ，其中也没有涉及论兵

的内容。

以上说明，吕望、周史都不可能是《六韬》的作者，其

真正的作者很可能是战国末期颇具军事造诣的某人或数

人托名姜尚所撰，而自己却隐了姓、埋了名。

众所周知，先秦的诸多古籍大多为托名之作，而非所

托名者自著。精通古文的清代学者严可均认为，先秦诸

子书几乎全系诸子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所撰。曾为《孙子》

作注的余嘉钖说“：周秦诸子，类非一人之手笔，此乃古书

之通例，又不独《六韬》为然。（”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一）

史志学家章学诚说：“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。官师守其典

章，史臣录其职载，文字之道，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，

而其用已备矣。⋯⋯三代盛时，各守人官物曲之世，是以

相传以口耳，而孔孟以前，未尝得见其书也。至战国而官

守师传之道废，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。⋯⋯以

战国之人而述黄炎之说，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

也，不知初无著述，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，实非有所伪

托。（”《文史通义 诗教上》）《六韬》虽托名姜尚，实非其

自著的道理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那么，《六韬》的作者为什么要托名姜尚呢？有的学者

认为，《六韬》为战国时通其学者述太公之旧闻“而著于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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帛’ 是很有道理的。这首先是由姜太公不寻常的身世所

决定的。姜太公，因其先世受封于今吕（今河南南阳市

西 地，故名吕尚。又因周文王望贤人来归，得吕尚于渭

水之阳，故又称太公望，遂立为师，遂佐文王“阴谋修德，

以倾商政”，其所策划之事多为“ 史记 齐兵权与奇计”

太公世家》）。继又为武王师，尊号师尚父，助武王率军东

征商纣，倾覆殷商，建立周朝，姜尚遂为开国元勋。因此，

后世都将周初的“阴谋”和“兵事”，归功于太公望及其“谋

略”。司马迁说：“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

多”，“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。”

（《史记 齐太公世家》）于是，后人把世代口耳相传有关

太公望的谋略及言兵之事等旧闻辑录、加工、缀辑成书，

并托名姜尚撰，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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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》成书的时代，在研究者中，有春

秋、战国中期、秦代、秦汉之际等多种说法，

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末期较为符

合实际。

首先，战国时期，特别是战国中、后期冶

铁术的进步为镌刻大部头书籍创造了必要

的物质条件。从春秋末到战国，由于“铁”作

为一种神奇的物质而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

领域，并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，铁器的普遍

使用，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。人

们有可能用一种硬度较大的铁制的“刀笔”，

把历世的“史事”镌刻在木、竹简牍上。又因

历世有大量的史事有待整理，于是就出现一

种称作“刀笔”的官吏专司其事。《战国策

秦策五》记载说“：臣少为刀笔，以官长而守

小官。”这就为人们镌刻像《六韬》这样的长

篇著作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。

第二，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，是产生《六韬》的

社会基础。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战国时代，大国

争霸和兼并战争十分频繁。周初时有 多个封国，由

于接连不断的战争，到春秋末只剩下晋、鲁、燕、齐、中山

等十余个诸侯国；战国时则形成了秦、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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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七强并立的局面。这时期，由于各诸侯国先后建立起

封建政权，各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发展的不平衡，首先强盛

起来的诸侯国，便不断地向外扩张势力，东征西战，攻城

略地，争夺人口，掠取财富，以求称霸中原，因而爆发了频

繁而无休止的兼并战争。这些争霸战争较之春秋以前的

兼并战争，规模大，参战兵力多，战争范围广、容量大，延

续的时间长，作战方式不断变化，出现了步战、骑战及车、

步、骑协同作战的样式，同时野战、攻城、水战、山地作战

等战法也更加丰富发展。因此，这时期的军事理论、军事

思想也随着兼并、争霸战争的发展而发展。只有在这样

的历史条件下，才有产生像《六韬》那样思想内容很丰富、

综合性很强的军事学术著作的可能。

《六韬》对骑兵、骑战及车、步、骑协同作战实践经验

的总结，鲜明地体现了战国末期的时代特点。商、周时期

的作战样式单一，主要是车战。春秋时“毁车为行” 左

传 昭公元年》）的变革，出现了步战，但仍以车战为主。

战国开始，逐步变为以步战为主。赵武灵王（公元前

至 年在位“）胡服骑射（”董说《七国考 赵兵制胡服

骑射条》）始用骑兵，从此骑战登上战争舞台，于是出现车

就《战、步战、骑战并用，及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样式。仅 六

韬》总结出的丰富、系统的骑兵作战经验而言，它不可能

成书于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。春秋时的兵书《孙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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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法》和《司马法》并不曾言骑战，这是由它们所处的那个

时代决定的。《吴子》始言骑战“：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

破秦五十万众。（”《吴子 励士》）然而它只是初步地总

结和论述了在三种情况下，即在与强敌相持，以及谷战、

水战中，骑兵的作战运用。《孙膑兵法》也只论述了运用

八阵与敌交战，有骑兵参战时的战法。《六韬》则详尽、系

统地论述了骑士的选拔、骑兵的编制方法和在不同条件、

不同情况下骑兵作战的战术运用，以及与车兵、步兵协同

作战的方法。其中论述骑兵作战的“十胜”“、九败”，是战

国时期骑兵实战经验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，具有很

高的战术思想水平。它论述的“战车”“、战骑”“、战步”及

其相互间的关系，正是战国末所普遍采用的车、骑、步协

同作战战术原则的反映。

此外，这时期的战争结局，往往取决于各诸侯国内部

的社会改革成效和国家实力的强弱，即封建经济、政治的

发展状况和军队的素质、武器装备的改善程度、军事学术

水平的高低、军事思想的先进与否。因此，各国诸侯为了

谋求战争的胜利，他们除了采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“富

国强兵”措施外，无不注意总结战争实践经验，发展军事

学术。这就要求人们既要继承和整理历世的军事遗产，

又要记录和编纂当时一切有关战争的资料和文献。兵书

《六韬》的问世，也就势所必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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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就，是产生《六韬》的理

论基础。这个时期，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

化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的政治集团逐步形成，反映各阶

级、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势力不同政治见解和思想观点

的知识分子，便纷纷著书立说，探讨各种问题。于是诸子

蜂起，议论纷纭，产生不同流派，各派之间又相互辩争，从

而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，形成了学术

思想界的“诸子百家”。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家、道家、墨

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和兵家等。在此情况下，

追述、记录、整理各家学说的诸子作品相继出现，并程度

不同地论及兵学；兵 兵法》、家著作如《吴起兵法》、《孙

《尉缭子》等也应时而生。在先秦诸子中，荀子、韩非子对

《六韬》的成书影响 君道》认为，为君较深。例如，《荀子

之道在于爱民，不爱民则不能用民，不能用民则战必败、

国必危；《议兵》篇又说“，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爱民”“，爱

民者强，不爱民者弱”。《六 文韬韬 国务》则吸收了这

种爱民思想，并加以具体化，认为治国之道“爱民而已”；

又说：“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，见其

饥寒则为之忧，见其劳苦则为之悲，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

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有的学者还指出：《六韬》书

中也有法家的权术观念。《上贤》篇中说“：夫王者之首如

龙首，高居而远望，深视而审听，示其形，隐其情，若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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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不可极也，若渊之深不可测也。”这里所说的高居远

望、深视审听、隐匿真情，即战国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

“权不欲见”的无为观，也即是法家“法术势”理论体系中

“术”的思想核心。《六韬》正是吸取了先秦兵学及诸子

论兵的精华，而成为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兵书。

第四，《六韬》的军事理论内涵和周灭商的战略、策略

思想及其历史事实是吻合的。《六韬》全书特别是《文

韬》、《武韬》所阐述的太公辅佐周文王治国强兵的思想和

灭商筹谋，及协助周武王出兵伐纣的理论与史载基本上

是一致的。例如，《史记 周本纪》载：周灭商前，文王“遵

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、公季之法，笃仁、敬老、慈少。礼

下贤者⋯⋯”“，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”表明文王

暗中收揽民心、联络诸侯，从政治上进行灭商准备。《六

韬 虎韬 发启》说“：王其修德以下贤，惠民以观天道。

天道无殃，不可先倡；人道无灾，不可先谋。”又说“，利天

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”“，圣人将动，必有

愚色。”太公阐发的这些思想，与文王灭商的准备工作也

相一致。周武工九年“，东观兵，至于盟津”“，诸侯不期而

会盟津者八百诸侯”。诸侯都说可伐纣，但武王认为灭商

时机不成熟，乃率师返回（《史记 周纪》）。《六韬 文

①张烈 六韬：《 的成书及其内容》，《 年第 期。历史研究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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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道》论述用兵之道说“：凡兵之道莫过乎一，一韬 者能

独往独来”，并借黄帝之口说“：一者阶于道，几于神；用之

在于机，显之在于势，成之在于君。故圣王号兵为凶器，

不得已而用之。”这就说明观兵盟津，只是灭商前的一次

军事演习，旨在会盟诸侯，统一周军和诸侯军队的意志，

进行灭商动员。到十一年，武王认为灭商时机成熟，“用

之在于机”，乃率“戎车三百乘，虎贲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

千人，以东伐纣。（”《史记 周纪》）

在商郊与纣王决战，周军作战勇敢，“显之在于势”，

使商军中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阵前起义“，倒戈相向”，大

败纣王而灭商。又如《六韬 龙韬 论将》论述为将的条

件有五材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其中以勇为首，反映了商末

周初时期的选将标准。因为当时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简

单，战争规模小，时间短，胜负立即可决，作战以勇敢杀敌

是时代的要求。在《军势》篇中，论述行军破敌“是以疾雷

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”，喻其神速，攻之而不可御。牧

野之战即是这种“兵贵神速”理论的运用。

第五，《六韬》引证的其他兵书的内容，印证了它只能

是战国末期的作品。从春秋进入战国，随着战争规模的

扩大，参战兵力的增多，武器装备的改进，作战双方的伤

亡也随之增大。这就对作战指挥以及军队素质提出了更

高要求。因此，战国前、中期的兵家十分强调将帅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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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主张加强训练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。战国前期的兵书

论将《吴子 》说“：夫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；兼刚柔者，兵

将理》说“：之事也。”战国中期的兵书《尉缭子 凡将，理

官也，万物之主也。”其《攻权》也说“：将帅者，心也；群下

者，支节也。”《六韬》则吸收、发展了这些思想，在《龙韬

奇兵》篇中说“：将者人之司命”“，得贤将者，兵强国昌；不

得贤将者，兵弱国亡”。战国中期的兵书在论述将帅修养

时，都认为将帅的“贪”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祸根。《孙膑兵

将败》说“：将败， 十三陵》法 四曰贪于财。”《尉缭子

则说“：祸在于好利。”《六韬 龙韬》有专篇论将，指出

“贪”是将帅的“十过”之一，对贪而好利的将帅，可以贿赂

他。《吴子 治兵》中说“：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

灾，生于狐疑”，强调将帅在作战指挥时，必须果决，切忌

优柔寡断，是为后世兵家所称道的至理名言。《六韬 龙

韬 军势》引用了这句话，只是将“生于狐疑”改为“莫过

狐疑”而已。《尉缭子 武议》论述将帅必须兵权专一时，

说“：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于主于后，无敌于前。”《六

韬 立将》则专论“立将”之道，指出将帅受命出龙韬 师

后“，军中之事，不闻君命，皆由将出，临敌决战，无有二

心”，并完整引用了《尉缭子》的话，只是在字句上前后有

所变换。《吴子 治兵》中所论述的教战法，即“一人学

战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学战，教成百人；百人学战，教成千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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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人学战，教成万人；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”。在《六韬》的

《教战》篇中被原原本本地引用。另外，战国前期以后，古

代哲学上的阴阳五行说，开始运用到军事学术领域。《孙

兵法 行篡》中说“：阴阳，所以聚众合 在《敌也 奇正》

篇中又说“： 龙韬》则以有胜有不胜，五行是也。”《六韬

《五音》专篇更详细、更具体地论述了这种思想，认为“五

行之神，道之常也，可以知敌，金木水火土，各以其胜攻

之”。又说“ 可，五行之符，佐胜之征，成败之机。”从以

以看出，《六韬》吸收了战国前、中期兵家的论兵思想，反

过来又可以印证它只能成书于这些兵书之后，而不可能

在此之前。

第六，《六韬》中提到大量铁制兵器和农具，说明它不

可能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。《六韬》论及铁兵器、农具达

种之多，诸如方首铁掊（棒）、方首铁槌（又称天槌）、大

柯斧（又称天钺）、铁螳螂、椓杙大槌（铁鎯头）、方椓杙矛、

鹰爪方胸铁耙、方胸铁叉、方胸两枝铁叉、委环铁胸、环利

铁锁等，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任何兵书中都是不可能的。

从春秋末到战国，人类虽已进入铁器时代，但在战场上大

量使用的仍是青铜兵器。因为此时铁还是一种珍贵的稀

有金属，用于装备部队的铁兵器少，其种类则更少。这是

由于铁矿的发掘、开采、冶炼等依然受到当时技术和生产

水平的限制，铁的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军事领域的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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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。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，只有到战国中期以后，铁兵器

的种类和数量逐步增多，才有可能较普遍地装备部队。

战国前期，中原各诸侯国的军队虽然已逐步使用弩，但是

只有到战国中期以后，各国军队才普遍地装备了弩，并被

称为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进攻性兵器之一。到战国末期，

一种更为先进的、可以连发数箭的“连弩”才出现于战

场。而《六韬》所论及的“绞车连弩”，是将“连弩”用绞车

张弓发射，射程更远，威力更大，更说明它是战国末期的

兵器了。

第七，地下文物的出土，验证了对《六韬》成书于战国

末期的推断是成立的。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

古墓中出土的汉人手书竹简中，有《六韬》并明确标有《文

韬》、《武韬》等卷名，与传世本《六韬》相同。 年河北

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，也有《六韬》。这两处出土的具

有十分重要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物，充分证明《六

韬》早在西汉初期已有定本，并广泛流传。

应当指出，《六韬》不一定是出自一时、一人的手笔，

它的形成很可能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并由多人、多

次整理、逐步完善而成的。姜尚与文王、武王之间所言之

“阴权”与“兵事”，最初只是世代口耳相传，后由史官记

言、记事，再经史官或兵家不断加工整理，内容越来越充

实、丰富，直至把以往的成果全部辑录起来，进行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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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纂，最后才形成《六韬》这部具有独立思想体系、规模宏

大、内容丰富、时代特点鲜明的兵书。所以应当说，《六

韬》是多少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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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》包括《文韬》、《武韬》、《龙韬》、

《虎韬》、《豹韬》 篇。所谓卷、、《犬韬》等

“韬”与“ ”字相通，原指“弓套”，含有深藏

不露之意，后引申为谋略“。六韬”，就是指论

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。简单地说，前两卷

重点阐述战略问题，后四卷则重在阐述战争

指导的一些重要原则及战术、技术问题。就

全书来说，可以称之为先秦兵学集大成之

作，内容宏富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战略、

策略、战争理论、军队建设、国防建设与国防

动员、参谋业务与保密等问题，体系完整，包

罗万象，堪称我国先秦时期兵学发展的集大

成之作。其中不少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

并对现今仍有启示。

第一，在战争观方面，主要阐述了战争

的性质和作用。《六韬》认为，战争是解决阶

级和阶级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

一种形式“。 上贤》）集中反映禁暴乱，止奢侈。（”《文韬

了这一思想。该书揭露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，旨在说明：

只有诉诸武力，才能改变这种状况，推翻奢侈无度的殷

商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。另一方面，作者撰写此书时，

已经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并巩固政权的战国时代。因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